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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农村父母在其胚胎时期经历

营养不良对其子女身高的影响，并在健康代际传递视角下探究营养干预对健康中国的启示。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数据和双重差分 （ＤＩＤ）方法，本文发现农村父母如若

在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女儿 （儿子）的身高将显著地降低１０６５（１１２５）厘米。在三

年困难时期早期出生的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时间更长，其子女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即

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有累积效应；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出生的父母更能抵消营养不良的负

面冲击，其子女的个子会更高，即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具有选择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是

营养干预不仅有利于受干预人群还有利于其子女。

关 键 词　农村儿童　健康代际传递　营养干预

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提出 “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将实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干预。健康代际传递效应意味着营养干

预不仅有利于受干预人群，还有利于其子代。因此评估营养干预等 “健康中国”相关

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干预的直接影响，还要评估其间接影响，这样方能全面地衡量政策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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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父母在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对其子女健康的代际传递效应并不是先验地直

观明了。第一，若父母单方经历营养不良，则平均而言是父亲的影响大还是母亲的影

响大？第二，若父母双方都经历了营养不良，则究竟应该研究父亲的影响、母亲的影

响，还是父母的共同影响？单独地研究父 （母）亲的影响，则会遗漏母 （父）亲的影

响，可能会出现遗漏变量偏误，而同时研究父母的影响则可能会由于共线性而无法识

别。第三，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可能存在累积效应。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时

间越长 （短），其子女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越大 （小）。第四，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代

际传递效应可能被 “达尔文效应”减弱甚至抵消。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但能幸存下

来的父母是适者生存法则下的强者，并有可能将其良好的基因遗传给子女，从而减弱

甚至抵消经历营养不良真实的代际影响。第五，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在降低成年后

婚配吸引力 （Ｂｒ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更可能匹配健康状况更差的配偶 （Ｔ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的同时，也可能由于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偶而没有生育。前者被称为疤痕效应

（ｓｃａｒ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将强化代际影响，而后者则将中断代际影响。总之，经历营养不良的

代际传递是一个值得实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自然实验，将父母分为相互排斥的四组，分别是仅母亲、

仅父亲、父母均在、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以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出生为参照组，我们研究父亲、母亲及父母均在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对其子女身高

的影响。本文发现父母在胚胎时期经历营养不良，相对于父母在胚胎时期没有经历营

养不良，女 （男）孩的平均身高分别降低１０６５（１１２５）厘米。分性别回归表明，女

孩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累积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程度，我们区分出了累积效应

与选择效应。本文发现，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时间越长，子女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

即营养不良的健康代际传递具有累积效应。但若父母在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出生，子女

的身高反而会更高，即营养不良的健康代际传递具有选择效应。

本文有如下贡献：第一，我们在同一框架中比较了父亲和母亲经历营养不良的健

康代际传递孰大孰小，同时避免了在研究父母一方的影响时遗漏了另一方的影响，该

方法可以推广并应用到将来代际传递相关研究；第二，利用各省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程

度不同的事实，本文运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方法研究经历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从而可

以获得更为可靠的因果关系；第三，本文将代际传递中的累积效应与选择效应区分开

来，可为营养不良政策干预提供实证支撑；第四，本文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的研

究也是对诸多代际流动和代际支持 （董晓芳、刘茜，２０１８；何庆红等，２０２０）等相关

文献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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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

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讨论估计策略；第四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并描述数据特

征；第五部分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　历史背景与文献回顾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上半年间，中国在工业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资本稀缺、生产力

低的情况下，中国主要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剩余支持工业发展。为此，农民的自留地

和家庭副业等生产资料由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但人民公社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粮食产量下降。据估计，中国 １９５９年粮食产量相对于 １９５８年下降了 １５％，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又仅是１９５８年的７０％ （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为保证农业

产量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全国相继出现 “浮夸风”。同时各地大炼钢铁调用

了大量劳动力，部分农作物未及时收割，而公共食堂也出现一定的浪费粮食的现象。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１９５８年冬至１９５９年春个别农村地区开始断粮，局部地区出

现 “浮肿病”和 “营养性死亡”，直到１９６１年底才出现转折。中国将其称为三年困难

时期。

中国学者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成因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农民丧失退出人民公社的

自由权致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Ｌｉｎ，１９９０；Ｌｉｎ＆Ｙａｎｇ，１９９８）；重工业优先的发

展方向及对农民的高征购 （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０９；范子英、石慧，２０１３）；偏向城市的

分配制度 （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范子英，２０１０）；为外汇而出口粮食 （范子英、孟令杰，

２００７）；产粮区与缺粮区的划分 （范子英、孟令杰，２００６）；人民公社的高积累 （刘愿，

２０１０）；公共食堂制度 （范子英等，２００９；文贯中、刘愿，２０１０）；集权以及计划失误

（杨涛，２０１０）；政治激进 （Ｋｕｎｇ＆Ｌｉｎ，２００３；范子英，２０１０；Ｋｕ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１）。

更多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成因的综述或评述可参见陈硕 （２０１１）、贾艳敏和朱进 （２０１５）

的内容。本文将利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如下两方面事实特征。

（一）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程度在省际间差异较大，在时间上变化也较大

借鉴已有文献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Ｆｕｎｇ＆Ｈａ，２０１０；Ｓｈｉ，２０１１；汪险生、郭

忠兴，２０１８），本文使用超额死亡率 （Ｅｘｃｅｓｓ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简称 ＥＤＲ）来衡量三年困难

时期的严重程度。超额死亡率是某省１９６０年死亡率与同省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平均死亡率间

的差值。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间各省的死亡率较为平稳，这三年的平均死亡率可用来衡量正

常的死亡率。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期间，死亡率急剧增加，该时期死亡率与正常时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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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可用来衡量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程度。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程度在省际间差

异较大。如图１所示，通过对比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省份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间平均死亡

率与该省１９６０年的死亡率，可以看出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间的平均死亡率差异较小，但

１９６０年死亡率的差异却十分明显。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程度在时间上也有变化。据

表１显示，从全国来看，１９５９年全国平均超额死亡率是 ３７‰，１９６０年则达到了

１４０‰，１９６１年降低到 ２８‰。分省来看，各省的超额死亡率在时间上也有较大

变化。

表１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抽样省份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间的死亡率及超额死亡率

单位：‰

省份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９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６１年 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４年

死亡率

黑龙江 １０１ １０５ ９２ １２８ １０６ １１１ ８６ ８６ １１５

辽宁 ６６ ９４ ６６ １１８ １１５ １７５ ８５ ７９ ９３

山东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８ １８２ ２３６ １８４ １２４ １１８ １２０

江苏 １３０ １０３ ９４ １４６ １８４ １３４ １０４ ９０ １０１

河南 １４０ １１８ １２７ １４１ ３９６ １０２ ８０ ９４ １０６

湖南 １１５ １０４ １１７ １３０ ２９４ １７５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２９

湖北 １０８ ９６ ９６ １４５ ２１２ ９１ ８８ ９８ １０９

贵州 ７５ ８８ １３７ １６２ ４５４ １７７ １０４ ９４ １０５

广西 １２５ １２４ １１７ １７５ ２９５ １９５ １０３ ９４ １０６

全国平均 １１４ １０８ １２０ １４６ ２５４ １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

超额死亡率

黑龙江 — — — ２９ ０７ １２ －１３ — —

辽宁 — — — ４３ ４０ １００ １０ — —

山东 — — — ５９ １１３ ６１ ０１ — —

江苏 — — — ３７ ７５ ２５ －０５ — —

河南 — — — １３ ２６８ －２６ －４８ — —

湖南 — — — １８ １８２ ６３ －１０ — —

湖北 — — — ４５ １１２ －０９ －１２ — —

贵州 — — — ６２ ３５４ ７７ ０４ — —

广西 — — — ５３ １７３ ７３ －１９ — —

样本平均 — — — ４０ １４７ ４２ －１０ — —

全国平均 — — — ３７ １４０ ２８ －１４ — —

　　注：超额死亡率是各省某年死亡率与该省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平均死亡率间的差值。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文中的表１以及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文中的表３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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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ＨＮＳ抽样省份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根据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文中的表１以及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文中的表３整理得到。

（二）三年困难时期跨省的迁徙率较低，追踪受影响人群干扰较小

１９５８年中国确立起一套严格的 “农业户口”和 “非农业户口”的户口管理制度，

其主要目的是控制人口流动。农民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必须向

相关部门申请，未经批准离开户口所在地的人则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和公费医疗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三年困难时期，户籍制度仍被严格执行，因此跨省迁徙率很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间中国省际间的迁徙率仅仅有０３％ ～０７％，如此低的跨省迁徙率使得

我们在时间上追踪受影响人群所受到的干扰较小 （Ｌｉａｎｇ＆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因此，假设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群没有迁出本省就不无合理之处。上述两个特征

使得我们可以得到父母经历营养不良对儿童健康干净的代际传递，而不用担心其他因

素污染我们的估计结果。

已有文献发现，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影响了身高、体重、肥胖、性格形成与心理健

康、教育、劳动供给、退休决策、工资收入、储蓄率、生育能力、捐助意向和农地调整

意愿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Ｍｕ＆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Ｇｒｇ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于丽、赫倩倩，２０１７；王营、曹廷求，２０１７；林淑贞、周泳宏，２０１９；洪炜杰、罗必良，

２０２０）。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群成年后平均身高降低了３０３厘米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

２００７），慢性病患病率更高 （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肥胖的概率更高 （马光荣，２０１１）。

近年来，少量文献开始关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人群子女的健康、教育及认知能

力。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发现，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对其子女的高中入学率

以及是否有工作没有显著影响，但工作时间降低、工资减少。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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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女儿的认知能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

期对子女的认知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父亲的男孩偏好是主要的作用渠道。

Ｆｕｎｇ＆Ｈａ（２０１０）发现，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对子女的身高有负面影响，而父

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对子女的身高没有显著影响；父亲或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出生对子女的体重和教育没有显著影响。然而，上述三篇文献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

在研究母 （父）亲经历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时遗漏了父 （母）亲的影响。已有的医学

文献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所经历的不利环境均可能通过生殖细胞遗传导致子女细胞

表型发生变化 （Ｊｉｒｔｌｅ＆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０７）。已有的卫生经济学文献也表明，父母双方出

生时的体重对新生儿的体重有显著影响 （Ａｌｂ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同理，父亲和母亲经

历三年困难时期也应该都会影响子女的健康。因此，单独研究母亲或父亲经历三年困

难时期的影响，则可能会有遗漏变量偏误。总之，目前文献中缺乏对营养不良代际传

递的研究，更缺乏能可靠地识别营养不良代际传递的实证因果研究。

三　模型及计量问题

为了在同一框架中分析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传递，借鉴李强和臧文斌

（２０１１）、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本文构建了四个相互排斥虚拟变量，分别是仅母亲、仅父

亲、父母均在、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以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出生的人群作为实

验组，以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作为控制组，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ｊ＝β１Ｍｉｊ×ＥＤＲｊ＋β２Ｆｉｊ×ＥＤＲｊ＋β３Ｐｉｊ×ＥＤＲｊ＋γＸｉｊ＋Ｓ′ｊδ＋ｉｊ （１）

其中ｙｉｊ是ｊ省中儿童ｉ的年龄别身高 （ｈ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ａｇｅ，以下简称身高），衡量儿童的

健康状况。年龄别身高将儿童的身高根据性别与年龄进行标准化，使得不同性别和年

龄的儿童可以相互比较身高。如果ｊ省儿童ｉ的母亲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出生，而父亲不在

该期间出生，则Ｍｉｊ＝１，否则为０；同样的定义适用于父亲 （Ｆｉｊ）。如果儿童 ｉ的父母

均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出生，则Ｐｉｊ＝１，否则为０。这些互斥的哑变量使得本文能避免研究

父母一方的影响时遗漏另一方的影响。ＥＤＲｊ是 ｊ省的超额死亡率，衡量了三年困难时

期的严重程度。三个交叉项系数β１、β２和β３分别衡量了儿童母亲、父亲、父母均在三

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相对于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其身高受到的影响。本

文对三年困难时期健康际传递的识别来源于各省超额死亡率的变化。

Ｘｉｊ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父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的虚拟变量、超额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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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Ｒ）、儿童的年龄、性别、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及日照时数①、调查年份的

固定效应。Ｓ是省固定效应。由于 ＥＤＲ是一个在省层面固定的变量，因此将被省固定

效应吸收。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保留ＥＤＲ与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的交乘项、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虚拟变量以及省固定效应，但删除了 ＥＤＲ，

这样可以避免共线性问题。但这种虽有ＥＤＲ交乘项但无ＥＤＲ个别项的做法给人以不是

ＤＩＤ模型的误会。我们通过抑制常数项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可以既保留ＤＩＤ模型的基

本架构以及省固定效应，又不致使产生共线性。这时，ＥＤＲ仍为某一省的固定效应②。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 （李强、叶昱利，２０１７；李强，２０１９），对个别父母亲的年龄进

行了缺失值处理。具体地，本文首先生成了表示年龄缺失的虚拟变量，即等于１表示

有缺失，否则等于０。再利用该母亲在历年调查中报告的年龄情况来补齐缺失值。本文

并未将父亲、母亲的身高、受教育程度、兄弟姊妹个数以及家庭人均收入等可能影响

儿童身高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因为这些变量本身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控制这些

变量反而会产生过度控制的问题。即使没有控制这些变量，我们也不用担心有遗漏变

量偏误。根据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２），只要本文所关心的变量 （三年困难时期作为自然实

验）是外生的，则可获得无偏估计。

本文选择标准化的身高衡量儿童健康，其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身高是儿童身

体健康状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营养不良对成人身高有长期的影响 （Ｂａｒｋｅｒ，

１９９０）；第二，三年困难时期对儿童慢性病等方面的代际传递有可能需要到成人以后才

会全面地呈现出来。第三，身高常常被认为是反映健康的长期指标，而体重常常反映

近期的饮食结果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ｉ，２０１１）。然而，因为儿童仍处于成长过程中，他们的

身高不可直接比较。为了使得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的身高可比，本文利用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简称ＣＤＣ）２０００年的参

照标准将儿童的身高进行标准化③。目前虽然有使用中国的调查数据而建立的儿童身高

参照标准，且中国与美国 ＣＤＣ的参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所不同 （李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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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阳光照射可以促进维他命Ｄ的形成，满足儿童对钙质的大量需要，从而促进儿童的身高发
育。日照时数是指太阳实际照射地面的时间。本文将省会城市日照时数作为全省日照时数的

代理变量。

保留ＥＤＲ以及省固定效应但删除常数项的估计结果与删除ＥＤＲ但保留省固定效应及常数项
的结果相同。

ＣＤＣ建议对于两岁以下的儿童使用ＷＨＯ的参照标准，对两岁以上的儿童使用ＣＤＣ的参照标
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ｇｏｖ／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ｔｓ／）。



２００９），然而基于如下原因，本文没有使用中国调查数据建立的参照标准。首先，用于

构建中国儿童身高标准的数据来自于中国９个城市 （北京、哈尔滨、西安、上海、南

京、武汉、福州、广州和昆明）。这些样本点的选取始于１９７５年，其随机性令人担忧。

其次，该样本仅收集了城市儿童的身高，不能作为农村儿童的参照标准。再次，多数

文献使用 ＣＤＣ的标准研究中国儿童的身高或体重，例如 Ｌｏｈ＆Ｌｉ（２０１３）、李强

（２０１４）。最后，由于本文的研究内容与 Ｆｕｎｇ＆Ｈａ（２０１０）接近，我们最终决定使用

美国ＣＤＣ的参照标准以使得本文可以与现有文献相比较。

四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ＨＮＳ），该调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完成。ＣＨＮＳ自

１９８９年开始以来陆续收集了个人的营养、健康、工作、收入等方面的信息，调查样本

在全国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由于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这一事实并不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利用

横截面的变化识别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影响。对于在不同调查年度重复观察

到的情形，我们将样本限定于第一次观察到的儿童。但本文发现有些儿童在第一次出

现于ＣＨＮＳ中时没有身高信息，或有身高信息但调查时年龄小于 ２岁因而无法利用

ＣＤＣ标准对其身高进行标准化，致使其标准化身高缺失。由于 ＣＨＮＳ是追踪调查，这

些标准化身高缺失的样本却可以在后续调查年度中观察到。因此，为了利用这些信息

以增加样本量，本文样本纳入标准确定为第一次在 ＣＨＮＳ中有标准化身高的儿童。最

终，我们的样本包括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共五年的数据 （附

表１报告了父亲和母亲出生年度的样本分布情况，附表２报告了各调查年度的样本分

布情况）①。超额死亡率来自于 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日照小时数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

统计年鉴》（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表２分四组描述了样本的均值与方差。儿童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组共

１４９３个样本，其平均身高是１１４６６０厘米，仅父亲、仅母亲、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出生，其子女的平均身高分别是１０７５８５厘米、１０９２９７厘米、１０５７９９厘米，样本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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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的人群在２０年后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开始生育，其子女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可
能已经超过２０岁，这些人群已经不在儿童的定义范围内。



别是２１３、２９０和２１７。但由于这些儿童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调查年度，其平均身高并不可以

直接比较。在父母特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若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其丈夫的平均

身高相对较低，意味着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母亲在选择配偶时可能局限于身高相对较矮

的男性中，呈现出一定的选型婚配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ｍａｔｉｎｇ）特征。由于本文关注父母经历三

年困难时期对子女 （第二代）健康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观察父母 （第一代）选型婚配是

否显著。于是我们比较所有幸存者 （包括未婚，见附表３的面板 Ａ）与已婚幸存者的

身高结果 （见附表３的面板Ｂ）。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发现三年困难时期对所有幸存

者和已婚幸存者的影响非常相似，表明婚姻／择偶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表２　描述性统计

父母均未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

仅父亲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

仅母亲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

父母均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
合计

身高（厘米）
１１４６６０
（２４０２２）

１０７５８５
（２１８５２）

１０９２９７
（２２２８１）

１０５７９９
（２１３４２）

１１２４０７
（２３５７０）

儿童的年龄
６９５４
（４２３２）

５４２７
（３４１８）

５８５２
（３６９０）

５２１７
（３４３９）

６４９２
（４０７４）

女孩（＝１）
０４７６
（０５００）

０４６５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０１）

０４３８
（０４９７）

０４７３
（０４９９）

汉族（＝１）
０８１９
（０３８５）

０９０１
（０２９９）

０８７２
（０３３４）

０８２５
（０３８１）

０８３５
（０３７２）

儿童出生时母亲

的年龄

２５５２７
（４０４０）

２４２４０
（３２７８）

２５１３１
（２９３０）

２５２６３
（２８７１）

２５３２５
（３７５７）

平均每月日照时

数的对数

５０３３
（０２２２）

５０５７
（０２３２）

５０８２
（０２１６）

５０９４
（０２１７）

５０４８
（０２２３）

姊妹个数
１２３４
（０９０８）

１０８５
（０６８８）

１２７６
（０９８４）

１０４６
（０７９２）

１２０７
（０８９２）

母亲的教育年限
５０４７
（３５６１）

６２５２
（３３５４）

５６６７
（４００１）

６７２４
（３７４３）

５４０９
（３６６４）

父亲的教育年限
７２３１
（２８６４）

８４０６
（２４３６）

７２１１
（３１４７）

８５３９
（２５４６）

７４７０
（２８７６）

母亲的身高
１５４８９６
（５７２６）

１５５４６４
（４７８１）

１５５６７５
（５０５９）

１５６５６８
（５１４０）

１５５２１８
（５５２４）

父亲的身高
１６５６５２
（５８１８）

１６６５５０
（５８５８）

１６４９８９
（５６３５）

１６６７４１
（５５４９）

１６５７６０
（５７８９）

家庭人均收入（通

胀调整至２０１５）
２６９４１７６
（２３２１５０５）

２７７６６５５
（２１９２６３８）

２２３４９０３
（１９６６２５９）

３１０６３３９
（３１３６０５７）

２６８２３４５
（２３６７７５１）

样本量 １４９３ ２１３ ２９０ ２１７ ２２１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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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复制与证伪

为了说明单独研究母亲或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会低估代际影响，我们遵循既有

文献的方法将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不论父亲是否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定义为

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同样地我们也定义了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表３的第１至

第３列中分别对母亲、父亲和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进行回归。

第一列结果显示，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相对于母亲没有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并没有对子女身体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列结果显示，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

期对子女身体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系数很小。我们同时将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放入模型，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系数虽仍显著但变得更小。相对于下文表４显著

且绝对值更大的系数而言 （即按父母是否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分为相互排斥四组的做

法），这些复制结果表明，单独研究母亲、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低估了代际影响。其

原因是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高度正相关，而且父母经历困难时期对子女身体健康的

影响为负，因此若遗漏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响，将会低估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影响。然

而同时研究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也由于共线性低估了其代际影响。

表３　按既有方法复制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代际影响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母亲 父亲 父母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
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９
（－１３６２）

—
－０００７
（－１２３９）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２９
（１２３６）

—
０１１０
（１００６）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
三年困难时期

—
－０００８

（－１９５３）
－０００６

（－１９０７）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
０１１２
（１２９５）

００８０
（０８９２）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０３５３）

－００１０
（－０２９８）

－００１２
（－０３４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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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母亲 父亲 父母

样本量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以及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估计得到。

（二）营养不良代际传递的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继而估计模型 （１），表４中报告了该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控制了儿童的

年龄、性别、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以及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调查年度

和省固定效应。我们发现，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哑变量与超额死亡率的交叉

项显著。其他情况均相同，相对于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儿童，父母均在三

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儿童的身高显著地降低了０２２１个 （００１５×１４７）标准差。简单地

计算可以得出，男孩相应降低１１２５厘米，女孩相应降低１０６５厘米。仅母亲、仅父亲

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与超额死亡率的交叉项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仅父亲或仅母

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并没有显著地降低子女的身高。第一列中调查年度的固定效

应有可能仅仅控制了调查当时的宏观经济条件，并没有反应父母、子女出生时的宏观

经济状况。因此，第二列中添加了父亲、母亲、子女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增加父母

出生年份虚拟变量需要从模型 （１）中去除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虚拟变量，否则

将会出现共线性。结果显示，增加父亲、母亲、子女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并没有显著

地改变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列和第二列的结果说明，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出生显著地降低了子女的身高，表明营养不良具有代际传递。

表４　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代际影响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全样本 女孩 男孩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８
（－１１５８）

－０００７
（－１３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９４２）

－００１０
（－０８３２）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５
（－０６７６）

０００４
（１４０４）

－００１２
（－１１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９０）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１５

（－２１４１）
－００２０

（－２４４９）
－００１９

（－２６１３）
－００１３
（－１１６０）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０３５６）

０１８７

（２０５０）
０１０１

（１８４８）
－０１０６
（－１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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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全样本 女孩 男孩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６７
（１１５１）

—
０１０７
（０７９１）

０２３６
（１１３９）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３３
（０７８９）

—
０１８１
（０８０９）

００８４
（０５１１）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６１
（１３６２）

—
００２６
（０２５４）

０２９７

（１７３８）

汉族（＝１）
０１２９
（０９７８）

０１１３
（０９５６）

－００２４
（－０１６８）

０２７４

（２０３７）

女孩
－００１４
（－０３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８３０）

— —

儿童的年龄
－００７７

（－９１３１）
－０１４７

（－２１１９）
－００８６

（－９１４７）
－００７０

（－５７９６）

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３３２）

－０１００
（－１４８５）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９３６）

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００７０
（－０２９３）

－０１２８
（－０５１０）

－０８２３

（－２０４１）
０５３５
（１１４６）

母亲出生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父亲出生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儿童出生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１３ ２２０１ １０４７ １１６６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３０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三）营养不良代际传递的异质性分析

男孩与女孩所受到的代际影响可能并不相同①。表４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报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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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诚然，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可能有不同的影响。由于ＣＨＮＳ是追踪调查，
这似乎使得我们可以使用追踪数据考察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相同样本在不同年龄时的影响。

但我们最终放弃利用追踪样本，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可行，二是意义不明显。不可行是由于同一

个体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损耗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因此，若利用追踪样本，不管我们得到显著还是不显著
的结果，都不能直接归因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作用，而有可能仅与损耗有关。即使我们使用在所有

年均观察到的样本，我们仍无法将任何显著或不显著的结果归因于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样本的某

些年未观察到有可能并不是随机的。意义不明显是由于即使对相同样本在不同年龄段进行回归，

我们也无法将其归因于三年困难时期对不同年龄段的影响不同，因为儿童年龄随着调查年度延续

而增加，相同儿童在不同调查年度的不同有可能仅仅是调查当年宏观因素的影响。



女孩和男孩的估计结果。其他情况均相同条件下，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的女

孩，相对于父母均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的女孩，其身高将显著地降低０２７９个标

准差 （约１３３５厘米）；而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的男孩相对于父母均不在三年

困难时期中出生的男孩其身高将降低０１９１个标准差，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比较第

三列与第四列，女孩的健康受到三年困难时期代际影响更大、更显著。这一发现与

Ｍａｒｔｏｒｅｌｌ＆Ｚｏｎｇｒｏｎｅ（２０１２）一致，但不同于 Ｆｕｎｇ＆Ｈａ（２０１０）的发现。Ｆｕｎｇ＆Ｈａ

（２０１０）发现，女孩的母亲若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 （遗漏父亲影响的情况下），其身

高将显著地降低０２００个标准差，男孩将显著降低００８４个标准差；父亲在三年困难时

期中出生 （遗漏母亲影响的情况下）对男孩和女孩的身高都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估计

的结果大于Ｆｕｎｇ＆Ｈａ（２０１０）的估计结果。正如上文所述，该文估计结果可能存在遗

漏变量偏误，而本文的估计应该是一个更可靠的因果影响。

然而，本文仍可能低估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代际传递。首先，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的父母有可能对其子女采取弥补措施，以抵消他们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给子女带来的

负面影响 （Ｓｃｈｕｌｔｚ，２００３；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７）。其次，三年困难时期的选择效应使得健

康状况好的人群才能幸存下来，而健康状况不好的人群将无法生存。对幸存人群的估

计可能导致衰减性偏差，这一判断也将在后文的回归分析中得以验证。

（四）营养不良代际传递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检验对营养不良代际传递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第一，农村居

民受三年困难时期影响较大，城市居民由于实行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所受到影响较

小 （Ｐｅｎｇ，１９８７；Ｌｉｎ＆Ｙａｎｇ，１９９８）。城市与农村间的这一差异为我们提供了验证本

文模型设定的一个极好机会：使用同样的模型和设定，但对城市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

应该不会显著。若显著，则可能是由于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与影响儿童身高的其他

遗漏变量相关。表５的第 （１）列报告了本文对城市样本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关

心的三个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城市中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身高没有

显著的影响，与预期一致。该检验排除了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与影响儿童身高的其

他遗漏变量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本文依赖于双重差分方法 （ＤＩＤ）来识别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为了确保估

计没有偏误，超额死亡率不能与影响儿童身高的其他遗漏变量系统性地相关。本文对

农村样本构造了一个反事实检验来排除这一可能性：故意将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出生的父母

设定为实验组 （即假设他们经历了营养不良，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经历营养不良），将

在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期间出生的父母设定为控制组 （即假设他们没有经历营养不良，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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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历了营养不良）重新估计模型 （１）。表５第 （２）列发现，超额死亡率与父母经

历三年困难时期三个交叉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该检验排除了超额死亡率与其他影响儿

童身高的遗漏变量系统地相关的可能性。

表５　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的反事实检验

年龄别身高

（１） （２）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００３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８
（１１１３）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１）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０１４
（－１２５４）

００１３
（１４１９）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５０
（－１３２１）

－００２５
（－０８７２）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１０
（０６３１）

－０１３０
（－０４９２）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０１
（０５９１）

－００７０
（－０３３１）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２４２

（１７４１）
－０３８０

（－２３９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５５６ １８２５

调整的 Ｒ２ ０２１５ ０３４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第 （１）列对城市
样本回归，与三年困难时期主要发生在农村构成反事实；第 （２）列故意将农村中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期间出生的父母
定义为实验组，与他们实际上没有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构成反事实。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第三，由于１９５９年前出生的父母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基准回归结果的参

照组包括１９５９年以前出生的父母，因此基本结果可能已受到污染。为排除此可能性，

本文细分三年困难时期前后两个参照组，并分别进行回归，以检验１９５９年前的参照组

是否可能污染本文的估计结果。表６分别使用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与１９６３－１９６７年作为参照

组。与表４第一列 （－００１５）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发现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与超额

·７６·

李　强等：早年不幸的健康代际传递对 “健康中国”的启示



死亡率交叉项的系数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参照组选择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后并

不影响估计结果。

表６　稳健性检验：使用不同的参照组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使用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作为参照组 使用１９６３－１９６８年作为参照组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
难时期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３

（－２５４９）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
难时期

－０００６
（－０４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
难时期

－００１９

（－２５７８）
－００１５

（－２２５６）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２２
（０３６３）

－００１３

（－３８０６）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２０８
（－１３７２）

０６７７

（２０５８）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３３１
（１１２３）

００５１
（０３０６）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５２
（－０２１０）

０３１７
（１４６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９９ １０６７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７７ ０１９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五）衰减性偏差、选择效应与累积效应

达尔文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意味着我们仅能观察到那些生命力强、健康状

况好的三年困难时期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更可能生育健康状况较好的子女。因此，对

三年困难时期幸存者的子女回归则可能低估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影响，文献中常常称

之为 “衰减性偏差”。根据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０９）的假设，如果身高与能否在三年困难

时期中幸存正相关，那么高个子存活率高，而矮个子存活率则较低。由于身高较低的

幸存者只是勉强存活了下来，其子女健康就更可能受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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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较低分位数的样本回归结果将更接近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影响。表７第 （１）列

至第 （６）列分别报告农村样本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的发现与预期一致。模型 （３）

父母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与超额死亡率这一交叉项的系数略大于模型 （１）的相应

系数。表７结果表明处于较低分位数的样本更接近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代际影响。

表７　三年困难时期对儿童健康的代际传递 （分位数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分位数 ｑ２０ ｑ３０ ｑ４０ ｑ６０ ｑ７０ ｑ８０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
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６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５８５）

－００１０
（－０９５６）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
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５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３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４

（１７７８）
０００７
（０５９６）

－０００９
（－０７０１）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
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５
（－０４９２）

－００１２

（－２２３９）
－００１６

（－１７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９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４６１）

－００１５
（－１２６５）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２）

０００３
（０７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５２５）

－０００６

（－１９７２）
－０００６

（－６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３２３０）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０８６
（０５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３９１）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１）

００５２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４
（１２９０）

０３６４

（２９４３）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３２２
（１５２０）

０２７５
（１２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４３８）

－００９６
（－０４８３）

－００５７
（－０３２３）

００８４
（０４５５）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

时期

０１７５
（０７３１）

０２０７
（１５１８）

０１８９
（１１３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６
（０２１４）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可能还兼具累积效应和选择效应。１９５９年出生的父母由于经

历营养不良时期的时间最长，其子女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较大，即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可能有累积效应。但父母的父辈若能经受住三年困难时期前期的不利影响而在后期生

育子女，则说明其生命力相对较强。这些较强的基因有可能会遗传给父母，使其子女

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即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也可能有选择效应。为了检验经历三年困

难时期营养不良可能存在的累积效应和选择效应，本文细分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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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具体年份，并对 １９５９年出生的父母赋予 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四年的累积超额死亡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ｃｅｓｓ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简称ＣＥＤＲ），对１９６０年出生的父母赋予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

三年的超额死亡率，以此类推，以此衡量父母所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累积影响。具体

地，本文估计如下模型：

ｙｉｊ＝α＋∑１９６２

ｋ＝１９５９
（β１ｋＭｉｊｋ×ＣＥＤＲｊｋ＋β２ｋＦｉｊｋ×ＣＥＤＲｊｋ＋β３ｋＰｉｊｋ×ＣＥＤＲｊｋ）

＋γＸｉｊ＋δＳｊ＋ｉｊ
（２）

其中，如果ｊ省儿童ｉ的母亲在ｋ年出生而父亲没有在 ｋ年出生 （ｋ＝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则Ｍｉｊｋ＝１，否则为０；相类似的定义也适用于父亲 （Ｆｉｊｋ）；如果 ｊ省中

儿童ｉ的父母均在ｋ年出生，则Ｐｉｊｋ＝１，否则为０。ＣＥＤＲｊｋ是ｊ省自ｋ年开始至１９６２年

的累积超额死亡率，例如ＣＥＤＲｊ１９５９是ｊ省自１９５９年始至１９６２年的累积超额死亡率，用

于衡量１９５９年出生后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累积严重程度。ｙ，Ｘ和Ｓ的定义与模型

（１）相同。

表８显示出三年困难时期对儿童健康的累积效应和选择效应。第 （１）列累积截至

１９６１年，第二列累积截至１９６２年，但两列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别。总体来看，本文发现

母亲在１９５９年出生，相对于父母均不在１９５９年出生而言，儿童的身高显著地平均降低

０１９１个标准差。父母均在１９６０年出生，相对于父母均不在１９６０年出生，子女的身高

显著地平均降低１２４９个标准差。这两个结果显示，仅母亲和父母均经历三年困难时

期有较为明显的累积效应，而且累积时间越长，对子女身高的负面影响越大。我们并

没有发现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有类似的代际影响。１９６１年的估计结果却显示出显著

的选择效应。如果母亲在１９６１年出生，说明其父辈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则将在５％的

水平上显著增加其子女的身高。父亲在 １９６１年出生也有类似的效果，但系数相对

较小。

若将累积效应与选择效应综合来看，可以发现，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既有累

积效应也有选择效应，但选择效应大于累积效应，这可以解释表４主回归中母亲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身高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仅有选择效

应，这也解释了为何表４主回归中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的身高没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父母均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仅有累积效应，这解释了为何父母均经历三年困难

时期对子女身高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总之，本文发现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传递具有较

显著的累积效应与选择效应，而且两者相互作用可以解释为何仅在父母均经历三年困

难时期时才会显著地降低子女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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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对儿童健康的代际传递 （累积效应与选择效应）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１） （２）

母亲出生于１９５９年×自１９５９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２８９９）
－００１３

（－２８７６）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０年×自１９６０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５）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１年×自１９６１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６６

（４６０１）
００５６

（２９３３）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２年×自１９６２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９）

父亲出生于１９５９年×自１９５９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０８８７）

－００１２
（－０８６０）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０年×自１９６０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７
（－０９８６）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８）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１年×自１９６１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３４

（２２９０）
００３４

（２１４４）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２年×自１９６２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
００４７
（０７１４）

父母出生于１９５９年×自１９５９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８
（－０４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４４４）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０年×自１９６０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８５

（－７９４３）
－００８５

（－８０６０）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１年×自１９６１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０）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２年×自１９６２年起
累积超额死亡率

—
－００２４
（－０６１１）

自１９５９年起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３）

自１９６０年起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６
（－０３６２）

自１９６１年起累积超额死亡率
－００２８
（－０２９５）

０１３７
（１５２６）

自１９６２年起累积超额死亡率 —
－０３９７
（－０９３９）

母亲出生于１９５９年
０３９１

（２２７２）
０３７５

（２２９９）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０年
０１１１
（０３２５）

０１１３
（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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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１） （２）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１年
－０１９５
（－１１８４）

－０１４３
（－０６８７）

母亲出生于１９６２年 —
－００５９
（－０２８５）

父亲出生于１９５９年
０５８１

（１８１２）
０５６６

（１８２２）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０年
－００５３
（－０３８６）

－００６５
（－０４９６）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１年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父亲出生于１９６２年 —
－００６５
（－０３９６）

父母出生于１９５９年
０２５２
（０７１１）

０２４８
（０６９５）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０年
１４２５

（６９５７）
１４１６

（６５６８）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１年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３）

父母出生于１９６２年 —
－０２０２
（－１３５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与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相同的是，我们均

关注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影响，不同之处有以下四点。第一，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关注教

育 （初中入学率），本文关注身体健康。第二，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使用的是普查数据，

本文使用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没有健康指标，调查数据有健康指标。第三，Ｋｉｍ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只考察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而我们将类似的方法复制到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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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１０卷第１期



上时被发现该方法将低估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影响。第四，本文发现父母经

历三年困难时期兼具累积效应与选择效应，这是在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基础上延伸

的结果。

（六）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

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产生的渠道是什么？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发现男孩偏好是父母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认知能力产生代际影响的主要作用渠道。其原因在于，男孩

在５岁之前一般较女孩更加容易受到外生负面冲击的影响，因此三年困难时期中幸存

下来的男孩更可能来自于有男孩偏好的家庭。这些家庭中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可能会

持续存在并影响下一代。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运用了两个事实来探究男孩偏好是否是三

年困难时期代际影响的主要渠道。第一，他们利用中国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

藏族、傣族、黎族没有男孩偏好 （陈长平、陈胜利，２００４；Ｍｕ＆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这

一特征事实；第二，他们利用家庭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时，相对于家庭中仅有男孩

或仅有女孩，父母更可能进行男孩偏好的事实。他们的两个策略均发现，男孩偏好

是三年困难时期对认知能力产生代际影响的作用渠道。本文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对女孩有显著影响，但对男孩没有显著影响，似乎也印证了男孩偏好有可能是主要

的渠道之一。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来检验男孩偏好是否是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身体健康

产生代际影响的作用渠道。首先，我们借鉴了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的第二种方法定义了有

男孩偏好家庭类型①。具体地，如果某家庭既有儿子也有女儿，则男孩偏好家庭 ＝１，

否则为０。本文使用家庭中所有孩子第一次标准化身高同时没有缺失值的样本进行回

归，以最大化样本量。表９报告了该回归结果。由于所有儿童与单个儿童第一次标准

化身高没有缺失并不完全重叠，因此表９样本与主回归的样本有所不同，这可能使得

表９的结果与主回归的结果并不完全可比。本文发现既有儿子又有女儿的家庭，相对

于要么全是女儿要么全是儿子的家庭而言，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并没有显著降低子

女的标准化身高。第二列和第三列对女孩和男孩单独回归，也没有发现有男孩偏好的

家庭相对于没有男孩偏好的家庭，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显著地降低女孩的身高或显

著地增加男孩的身高。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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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利用的ＣＨＮＳ数据，２２１３个样本中没有男孩偏好的少数民族样本仅有１９个，占比太
低，以至于无法利用上述没有男孩偏好的少数民族来识别男孩偏好这一渠道。



表９　使用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的方法检验男孩偏好作为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代际影响的渠道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全样本 女孩 男孩

男孩偏好家庭（如果既有儿子也有女儿＝１）
００２９
（０６６４）

００８９
（１５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２４８）

男孩偏好家庭×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４
（０５３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６９２）

男孩偏好家庭×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７
（０７７７）

００１６

（１７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２）

男孩偏好家庭×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９
（－０９８６）

－００２１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３３７）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１３

（－２４９９）
－０００４
（－１０６４）

－００２５

（－２２４８）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２
（－０１９３）

－００１２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３
（０４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６５１）

－０００７
（－０７３０）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４）

００９０
（１５９９）

－０１０２
（－１３９８）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８７

（１９４４）
００６８
（０４５４）

０３３６

（４０９９）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１６
（０５１７）

０１２３
（０６２０）

０１５６
（０５２９）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４
（０８００）

女孩
００１２
（０２１３）

— —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７０９ ８３１ ８７８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７９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认为，虽然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的确更有可能表现出偏好于男孩，但由

于出生次序也是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视出生次序可能并不能估计得

到一个干净男孩偏好效应。叶昱利等 （２０２１）的最新研究，通过比较有弟弟相对于有

妹妹对长姐健康的影响来识别男孩偏好效应。由于研究对象是长姐，该方法排除了识

别男孩偏好因果关系过程中出生次序的干扰。本文的第二个方法，借鉴他们将样本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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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长姐中，同时将是否有弟弟的虚拟变量与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的虚拟变量交互。表１０报告了这一尝试的结果，我们发现三重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男

孩偏好并不是代际影响的作用渠道。但我们对该结果的解读仍须更为审慎，因为长姐样

本相对于主回归样本较少，致使方差增加了许多，因此该结果更多只是建议性的。总之，

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身体健康方面，男孩偏好并不是代际影响的作用渠道。

表１０　使用叶昱利等 （２０２１）的方法检验男孩偏好作为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代际影响的渠道

因变量：长姐的年龄别身高

有弟弟（＝１）
０１４７
（０８３１）

有弟弟×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８
（－０５３４）

有弟弟×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２７
（１０３８）

有弟弟×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２０
（０９２２）

超额死亡率×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１６

（１８５０）

超额死亡率×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３６
（－１２２６）

超额死亡率×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５０

（－１８６２）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４３
（０６８１）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９１
（－０４６４）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３８１
（１１７１）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６４
（１０９９）

其他控制变量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４３３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４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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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附表３表明三年困难时期对所有幸存者和已婚幸存者的影响是相似的，但表２还

是呈现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母亲其配偶身高相对较低的选型婚配迹象。因此，仍有

必要考察选型婚配是否是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代际影响的作用渠道。本文按如下步骤

考察母亲择偶是否是导致代际影响的一个机制。首先，本文首先单独考察母亲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不论父亲是否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身高的影响；其次，考察母亲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对配偶选择的影响 （包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收入以及父亲出生

于三年困难时期）；最后，同时加入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虚拟变量和父亲的特征变量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然后观察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与超

额死亡率交乘项系数的变化。若系数下降较多，说明配偶选择是导致代际影响的重要途径。

表１１报告了该尝试的结果。第 （１）列，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与超额死亡率的

交乘项并不显著，表明在这样的模型设定中，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对子女身高没有

显著的影响。我们继而进行第 （２）步，考察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对配偶选择的影

响。给定已经结婚，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与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高度正相关、与父

亲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正相关；与父亲的年龄负相关，但并不显著；由于ＣＨＮＳ没有个人收

入的数据，我们使用家庭人均收入 （取对数）替代父亲收入水平，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

期与其负相关，但不显著。第 （３）步的结果报告于第 （６）列至第 （１０）列中。我们发

现依次加入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的教育程度、年龄、收入等变量，母亲出生于

三年困难时期与超额死亡率交乘项的系数仍没有显著的变化，也一直都不显著。第 （１０）

列添加了父亲所有的特征，这些渠道变量中只有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较为

显著，但母亲的结果也没有发生改变。据此可以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影响配偶的选择并

不是导致代际影响的机制之一。但我们对这样的结论应该十分谨慎，由于遗漏了父亲的

影响，导致母亲的影响被低估，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渠道分析应该只是建议性的。

表１１　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的渠道：选型婚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儿童年龄

别身高

父亲出生

于三年困

难时期

父亲受教

育程度
父亲年龄

家庭人均

收入对数
儿童年龄别身高

超额死亡

率×母亲
出生于三

年 困 难

时期

－０００９
（１３６２）

— — — —
－０００６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５
（０９９２）

－００１０
（１５１６）

－０００６
（１１５６）

－０００９
（１４６８）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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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儿童年龄

别身高

父亲出生

于三年困

难时期

父亲受教

育程度
父亲年龄

家庭人均

收入对数
儿童年龄别身高

母亲出生

于三年困

难时期

０１２９
（１２３６）

０２８０

（１４５９９）
０３８４

（２６４１）
－０５７４
（１２９３）

－００４７
（１４５０）

０１０３
（１０７９）

０１００
（１１８４）

０１６０
（１５４２）

０１３９
（１６７３）

０１５７
（１５８５）

１９６０年超
额死亡率

－００１３
（０３５３）

— — — —
－００４０
（１０８３）

－００６７

（１９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４１７）

－００５８
（１５５０）

－００５３
（１４１９）

父亲出生

于三年困

难时期

— — — — —
００７８
（１１７６）

— — —
－００４４
（０６４７）

父亲受教

育程度
— — — — — —

００６１

（４３６２）
— —

００４２

（２７９１）

父亲年龄 — — — — — — —
－００５０

（８２６６）
－

－００４３

（６３６２）

家庭人均

收入的对

数（通胀

调 整 至

２０１５）

— — — — — — — —
０１０４

（１８１９）
００７７

（１７２１）

其他控制

变量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查年度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固 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０７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１３ ２２０７ ２２１３ ２２０７

调整

的Ｒ２
０３１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４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３ ０３０２ ０２８４ ０３１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的绝对值，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产生的渠道究竟是什么？本文继而通过加入父母的身高、

受教育程度、姊妹个数 （用以衡量生育率）以及家庭收入等变量，并观察加入这些控

制变量后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的变化来推测其产生的渠道。

表１２报告该尝试的结果。为了便于比较，第 （１）列复制基准回归的结果，但由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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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父母的身高信息缺失，致使样本量有所降低。第 （２）列加入姊妹个数，代际传递的

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际传递并不是通过姊妹个数而产

生的。第 （３）列继续加入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代际传递的系数仍未发生显著的变化。

第 （４）列继续加入父母的身高，代际传递的系数开始变得不再显著。第 （５）列继续

加入父母的体重，代际传递的系数变得更加不显著，但系数大小没有发生变化。第

（６）列继续加入家庭收入，代际传递的系数变得更加不显著。表１２的结果说明三年困

难时期的代际传递通过影响父母的身高而影响其子女的健康。

表１２　三年困难时期代际传递的渠道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超额死亡率 ×母亲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０８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７０）

－０００４
（－０６４６）

－０００４
（－０８７１）

－０００７
（－１５８２）

－０００８

（－１７６９）

超额死亡率 ×父亲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１０
（－１４５２）

－００１１
（－１５０７）

－００１１
（－１５４６）

－０００９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８
（－１１０２）

－０００９
（－１１２７）

超额死亡率 ×父母出生于三
年困难时期

－００１４

（－１９３５）
－００１２

（－１８４４）
－００１３

（－１７３９）
－００１１
（－１５１９）

－００１１
（－１４１５）

－００１１
（－１３５５）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０１６
（－０４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５３６）

－００４３
（－１１２９）

－０３９２

（－８２２１）
－０３４２

（－８４３２）
－０３４９

（－７９４１）

母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７３
（１１９４）

０１２８
（０９０７）

０１２１
（１００４）

０１７９
（１５６２）

０２１７

（１８６１）
０２３２

（２０６７）

父亲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９７
（１２８３）

０２１５
（１４７０）

０１７０
（１１１０）

０１６８
（１１５９）

０１５２
（１０４３）

０１５９
（１１１７）

父母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
０１３７
（１１１９）

０１２６
（１０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５９８）

００５２
（０４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２８７）

００３４
（０２６３）

姊妹个数 —
－０１４１
（－１４９７）

－０１１８
（－１３１７）

－０１３２

（－１８０３）
－０１４４

（－２０７２）
－０１３６

（－１９９６）

母亲的教育年限 — —
００２０

（２１５７）
０００６
（０６９４）

０００６
（０６４１）

０００５
（０４８８）

父亲的教育年限 — —
００３７

（２４９８）
００２３
（１３９４）

００２３
（１４１９）

００２２
（１４２１）

母亲的身高 — — —
００３１

（６８４７）
００２１

（４３９７）
００２１

（４３４９）

父亲的身高 — — —
００４４

（１１７０２）
００３３

（８４５１）
００３３

（８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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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年龄别身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母亲的体重（公斤） — — — —
００１７

（３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３０８８）

父亲的体重（公斤） — — — —
００１４

（３４４２）
００１４

（３６４３）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通胀

调整至２０１５）
— — — — —

００３６
（１０９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调整的 Ｒ２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９ ０３７４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年龄、民族、儿童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六　讨论与总结

本文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效应。通过使用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数据以及双重差分 （ＤＩＤ）分析方法，本文发现女

（男）孩的父母如果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将比如果父母不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出

生，其身高显著地降低１０６５（１１２５）厘米。分性别回归表明，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

经历营养不良影响。本文还发现，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早期的父母经历营养不良的时

间最长，其子女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最大，即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有累积效应。同时，

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后期的父母更能抵消营养不良的负面冲击，其子女的个子会更高，

即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具有选择效应。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部分不足：首先，由于历史资料相对缺乏，三年困难时期死亡

人口的数量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使得超额死亡率可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但目前

主要的文献将三年困难时期视为外生事件，因此对超额死亡率的测量误差不太可能使

得估计结果有偏，仅会使得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增加。其次，三年困难时期幸存者的育

龄阶段与计划生育政策大致重叠，这使得幸存者子女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最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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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献和本文发现三年困难时期对所有幸存者和已婚幸存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但选型婚配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仍可能不容忽视。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据估计，世界上每３６秒钟就有一个人

因饥饿而死亡，每年约有１５００万儿童死于饥饿①。世界银行估计世界上有１／７的人口

面临着营养不良。本文的结果表明营养不良对健康的影响在父辈与子女间传递，因而

营养不良干预对健康的影响具有乘数效应。这一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启示是，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实施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干预”将不仅使受干预人群受益，而且也有利

于受干预人群的子女积累人力资本，并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附录：

附表１　样本中父母出生年度的分布情况

年份
父亲 母亲

频度 频率 频度 频率

１９５４ １４８ ８１１ １９１ ９５８

１９５５ １４５ ７９５ １６８ ８４３

１９５６ １７７ ９７０ １７０ ８５３

１９５７ １３６ ７４５ １５２ ７６３

１９５８ １５２ ８３３ １３４ ６７２

１９５９ １１４ ６２５ １３２ ６６２

１９６０ ７６ ４１６ １１３ ５６７

１９６１ ７２ ３９５ ７８ ３９１

１９６２ １６８ ９２１ １８４ ９２３

１９６３ １７４ ９５３ １７２ ８６３

１９６４ １２７ ６９６ １５８ ７９３

１９６５ １３２ ７２３ １２５ ６２７

１９６６ １１０ ６０３ ９８ ４９２

１９６７ ９４ ５１５ １１８ ５９２

合计 １８２５ １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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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样本在各调查年度的分布情况

父母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状态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０年 总计

父母均没有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２９９ ６０９ １７７ ２５１ １５７ １４９３
仅父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７２ ６３ ２６ ３４ １８ ２１３
仅母亲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１１４ １０１ ２３ ３７ １５ ２９０
父母均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８９ ６１ ２９ ２５ １３ ２１７

总计 ５７４ ８３４ ２５５ ３４７ ２０３ ２２１３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附表３　 三年困难时期对父母 （第一代）健康的影响

（１） （２） （３）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ＰａｎｅｌＡ：所有幸存者

超额死亡率×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３６

（－３０４２）
－００８０

（－１６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５）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０６１３

（２２４２）
０８８３

（１７４１）
０４１２
（０９８２）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１６０

（－４９７０１）
－０１８２

（－２５２０２）
－０１３２

（－１８５０４）

男性（＝１）
１０６０３

（６４８０１）
— —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５２３ ３５０８ ４０１５

调整的 Ｒ２ ０５６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１

ＰａｎｅｌＢ：幸存已婚父母 已婚样本 已婚男性 已婚女性

超额死亡率×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００２５

（－１９７９）
－００６２
（－１６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７）

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０４３９

（２１３３）
０５９２
（１６３１）

０３９３
（１０１０）

１９６０年超额死亡率
－０１６３

（－４７９０１）
－０１８２

（－３０７０４）
－０１３１

（－１９９０２）

男性（＝１）
１０７０１

（７２０１０）
— —

调查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１００ ３２２５ ３８７５

调整的 Ｒ２ ０５６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统计量，标准误在省范围内聚类调整；、、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水
平上显著；每一列均控制了年度与省的固定效应、平均每月日照时数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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